
  

专著:中美社科学术体系的
比较与展望

黄宗智　 赵　 珊

摘要:改革学术评价体系,是推动学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对此,国外先进经验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美国形成了以投入三四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再加上六七年的后续研究的重

量级专著传统。 它固然存在广泛偏重主观理论过于客观经验研究,偏重建构理想化的、逻辑上前后一贯的

理论模式的弱点,但奠定了其在国际社科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

表现出深层的矛盾,没有形成较为重量级专著传统,因此使中国自身的学术水平提升受到一定限制。 目前

的中国社科学术体系亟须改革,需要从国家层面鼓励结合中国实际的重量级经验研究与新型社科理论的专

著,来塑造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专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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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广泛分布在高校学术评价和晋升体系中的“唯论文”现象,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学术功利化、浮躁化的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2018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

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出,中国教育事业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

的顽瘴痼疾”(人民网,2018)。 中宣部和教育部在 2022 年 5 月联合印发的《面向 2035 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五路大军”①的重要力量作用,承担起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任(新华社,2022)。 在中

国社科学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彻底破除“唯论文”现象已经成为学界和学术行政管理

部门的共识。 但对于高校如何破除“唯论文”现象,改革学术评价体系,真正推动学术高质量

发展,各方还莫衷一是,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就极具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
   

本文认为,高校改革学术评价体系、推动社科学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在于对学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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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部队院校、科研院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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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重视。 通过对比中美社科学术体系可以发现,其间至为关键的不同就在于学术专著。
在美国,几乎每个学术专业领域最重要的文献都是以专著为主,几乎每个专业领域都可以数

得出几十本入门者必须掌握的专著。 研究生们的阅读书单几乎都是以专著而不是以文章为

主。 部分原因是,即便是如今已经偏重文章过于专著的学科,如经济学和社会学,其领军学

者也罕见完全没有专著而仅有多篇文章,其最主要的作品大多仍然是专著而不是相对简短

的学术论文。
   

中国的情况则基本相反,社科领域的基础文献较为少见是主要由中国学者自身有分量

的专著组成的。 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在教材领域使用,罕见具有深度和长远学术价值的专

著。 使用成熟的专著,则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专著的中文译本,鲜有中国学者的专著。 这

方面,两大学术体系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
   

一、美国的专著体系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学者们的第一本专著一般源自其博士论文。 首先,几乎所有社会

科学的博士生在其平均六七年的培训阶段中,会在通过候选试之后,花约三四年的时间来撰

写其博士学位论文(Postgrad. com,“Studying
 

a
 

Ph. D. in
 

the
 

USA”
 

)。 博士毕业到大学就职之

后,大多会被要求于六七年中出版其第一本专著,这是评审晋升副教授(在一般公立大学拥

有终身权)的最主要条件。 也就是说,总体来看,一位青年学者共有约十年时间来完成其第

一本专著(“Tenure
 

in
 

North
 

America”)。 另外,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中,学者每七年都能享受

一年的带薪“学术假”,不少人还能够另外争取到离职一年(或更多)的研究资助。
   

将这样的制度与中国目前实际运作中的学术体系相比,其客观条件显然非常悬殊。 美

国大学体系中的注重专著生产和中国大学体系对专著的不太重视,形成鲜明的对照。
   

固然,这不排除美国体系中也会产生学术水平较低的专著。 本文作者之一黄宗智由于

对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选题缺乏深层、稳定的长期动力,仅是为了获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

职,勉强完成了关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本专著,质量上绝对没有达到理想水平。
到 35 岁前后方才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之后方才一贯集中研究和写作至

今。 可以说,黄宗智自身的经验为美国的专著写作体系既提供了其可能产生的不良效应的

实例,也提供了其正面效果的实例。 前者是被一个对其来说不太理想的专著议题困扰了将

近十年时间的实例,后者则是受惠于其动力而完成了十三本关乎中国三大主题(农村社会经

济、法律和司法实践、学术理论与方法)的专著。①
   

有的人也许会对以上的论述有如下怀疑:今天的学术界已经和几十年前不太一样,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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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早期的五本专著基本是在加大任职 38 年(1966—2004)间,集中于 1975 年到 2004 年间用英文写下原稿的,包括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

法的表达与实践》(1996)、《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2003)、《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

探索》(2009)。 后期的八本专著则主要是在退休后从 2004 年开始回国教学到 2022 年间全部用中文写的。 后期由于

基本将全部时间投入写作,“生产率”要远高于之前的 38 年,完成了《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
(2014)、《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2020)、《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实践与理论》 (2020)、《中国的新型非

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2020)。 此外是四本理论与方法著作,《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

究》(2007)、《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 (2015)、《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 2022)和

《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2023)。



多领域中,专著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更普遍的学术论文,在多个领域都比

专著重要;专著可能仅仅在历史、人类学以及文学等学科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经济学和

社会学中,已经几乎完全被学术论文所取代。 譬如,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多允许用六篇学术

论文来替代一本专著。 那样的观点固然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它忽视的是,在美国的学术环

境中,在奠基性的基本文献中,成书的专著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仍然占到入门基础著作的最

大部分,不仅人类学、文学和历史学明显如此,社会学乃至于经济学,也大多如此。 例如,(历

史)社会学中的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以及当代的迈克尔·曼的主要著作(Weber,1978;
Mann,1986)。 又如,经济学中经典的亚当·斯密的著作,加上现今的诺斯、科斯等的专著

(Smith,1976;North,1981;Coase,1990)。 实际是,相对简短的文章鲜有能够充分说明一个重

要议题的分量。
   

虽然如此,有的人也许还是会认为,比较保守的历史学其实和新颖的社会科学很不一

样,更加恪守传统。 这样的见解虽然相对符合当今中国的许多史学研究,但它忽视的是,西
方(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学今非昔比,不再是以叙事性为主的学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高度

社会科学化的学科,一般会被简单划归“社会科学”。 其中,传统的叙事史早已占较低比例,
而社会科学化的历史专著已占较大比例,而且相当数量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科学领域入门必

读的专著。 同时,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中,也多有关注历史演变的著作,上引

的韦伯和曼、斯密和诺斯等的著作都是实例。 对专著的重视甚至可见于美国的智库研究。
美国布鲁金斯(Brookings)智库的研究人员常会根据自己的研究而出版专著,布鲁金斯甚至

每年由其本身的出版社出版二三十本专著(周琪,2013)。 这是在中国的智库中难见的作为,
其部分原因是美国对专著的重视。

   

这一切不是说文章并不重要。 掌握一个领域的基本文献之后,想要达到某些课题的最

前沿,当然必须从专著转入最新的文章,在美国便是如此。 但是,中国学术的不同在于,由于

缺少社科化和现代专业化的专著,如其史学至今仍然比较保守地以叙事性史学为主,因此,
较少有研究成果成为各社会科学领域中必读的入门专著。

   

二、中国学术体系中的专著
   

中国的博士培养一开始采纳了与美国基本相同的学位论文制度。 1981 年正式施行、
200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规定,“通过博士学位的

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一)在本门学科上掌

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2023 年 8 月提交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法(草案)》基本延续了同样的逻辑,除完成相关课程外,博士论文是衡量研究者的独立

研究能力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关键因素,是获得博士学位的绝对必要条件
 

(《人民日报》,
2023)。

   

在如此重视博士学位论文的初衷下,本应该顺理成章地形成与美国同样注重专著的传

统。 但实际并非如此,在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社科领域仍然没有形成以中国学者学术

专著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生培养和学者研究仍然较多依赖西方专著和理论。
   

是什么限制了中国社科领域专著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是在实际运作中被严重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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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士论文写作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博士的学制普遍是 3 ~ 4 年(本科生直博为 5 年)。
以四年制博士培养为例,需要在第 1 ~ 1. 5 学年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语言课、基础理论课和

专业课等课程。 顺利的话,于第二学年末完成论文开题,第三学年一整年和第四学年的上半

年集中撰写博士论文,最后半年内需要完成预答辩、匿名外审和正式答辩等程序。 因此,对
于四年制博士来说,最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专注投入其博士论文的写作,而三年制博士撰写

博士论文的时间会更短。 一旦博士生超过学制还未能毕业,将无法获得学校提供的奖学金

和住宿等生活保障,这也迫使博士生们尽可能地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 这与美国社

会科学博士生平均三到四年的学位论文写作时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时间投入不足无疑是限

制中国社科领域专著传统形成的重要因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科领域的本科生如

果选择从事研究事业,一般会直接从本科升入博士阶段,相当于中国的直博生。 中国社科领

域的直博生比例较低,绝大多数学生在攻读博士前要经历两到三年的硕士阶段。 如果硕博

阶段能够一以贯之地从事某一议题研究且硕博成果贯通,那么两个阶段加起来六七年的投

入对于形成有分量的专著肯定有帮助。 但就笔者的观察和体验,中国社科领域青年学者在

硕、博两阶段的研究,普遍会因学校的变化、专业的兼跨、导师的影响以及对硕博士学位论文

不同的要求等因素而缺乏贯通性。
   

中国的学制本就限定了普遍短暂的博士培养时间,而实际运作中的一些制度又进一步

压缩了这些时间。 虽然《学位条例》规定获得博士学位的条件是通过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
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但学术行政管理部门在施行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更为“科学主义”化

的量化产出体系,将在 SSCI 和 CSSCI 期刊(或自定的与之水平相当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设置为申请博士学位的必备前置条件,并且将其作为博士生评奖评优的重要考核指标。 因

此,博士生的论文任务并不仅止于撰写学位论文,还需要投入相当精力写作和发表期刊论

文,这进一步压缩了博士论文写作的时间和精力。
   

近年来,部分高校对强制博士生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的规定有所反思,取消或者放宽了

博士生必须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 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在 2021 年修订了《关于申请授

予博士学位的规定》,明确取消了发表学术论文的强制要求,将学位论文作为学位评定的主

要依据(上海交通大学,2021)。 但更多的高校则选择用模棱两可的方式来修改原本僵化的

指标。 比如,贵州大学 2021 年发布《贵州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以“创新

性成果”取代原本必须发表期刊论文的硬性规定(贵州大学,2021);中国政法大学 2021 年发

布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高水平学术成果评审认定办法》,区分了符合学术规范的高

水平学术成果和在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成果,借此放宽了必须发表论文的旧规

定(中国政法大学,2021)。
   

从长远目的来看,这些转变可能有利于博士生专注于学位论文写作,但在短时间内,这
些规定并没有改变当前在实际运作中不重视专著的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将学位论文作为

衡量博士生学术水平的主要标准并没有引起全部高校的深层共鸣,许多高校仍然坚持原有

的博士生毕业前必须发表两篇 SSCI 或 CSSCI 期刊论文的要求。 换言之,作为培养单位的高

校,仍然没有充分重视博士学位论文在博士生学术水平评价中应有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学术行政管理体系中,仍然存在着其他忽视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

因素。 具体而言,博士生在毕业后谋求教职时,作为用人单位的高校,普遍将发表高水平期

刊论文的数量而非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衡量学者学术能力水平的关键标准。 有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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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甚至直接将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作为入职的必需条件,有些则会根据博士在读期间发表

论文的情况评定其入职后的待遇或给予其相应的补贴。 迫于这一普遍的制度压力,博士生

们为了在毕业后谋求一份待遇相对优厚的教职,就读期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是比撰写一

本有分量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更紧迫的事情。①
   

因此,中国相对短暂的社科博士培养和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并没有给予博士生充裕时间

和足够动力去撰写一本有分量的博士论文。
   

而就职后的博士,仍然无法跳出不重视专著的制度体系,也普遍缺乏制度动力来写作专

著。 高校对于教师的学术管理比对博士生更加“科学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其考核体系普

遍在重视论文而非专著的体系下运作。 作为用人单位的高校,不仅使用行政手段制定量化

标准来评价教师的学术成果,而且使用合同方式将其量化要求转化为教师的自愿义务。 高

校一般通过内部文件明确规定职称晋升或取得长聘教席所必需的条件,并与教师签订协议,
教师需要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单位所要求级别的成果,完不成可能被辞退或被降低薪

酬等级。 这看起来似乎与美国的终身权考核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具体条件大不相同。
   

在中国,发表 SSCI 或 CSSCI 期刊论文是学术评价和晋升体制中的重头戏。 一些高校晋

升副教授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论文和著作(包括专著和译著)。 达成该条件,需要

发表 4 篇 SSCI 或 CSSCI 期刊论文,或者发表 2 篇 SSCI 或 CSSCI 期刊论文并出版一本专著或

译著,但不能用两本专著替代 4 篇论文。 换言之,在晋升评价体系中,可以只有论文,但不能

只有专著;两篇论文即可等同于一本专著;而且,专著竟然仅与译著等值。 而在专门针对于

专著的评价体系中,获得国家或省部级项目资助出版的专著,其部分内容曾发表为 SSCI 或

CSSCI 期刊论文的专著,都会被赋予比普通专著更高的分值。 当然,各高校的学术评价和晋

升体系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基本都赋予了高水平期刊论文以较重的分量。
   

在这一系列的量化考核规则中,专著的价值被降低,完全不能与高水平期刊论文相提并

论。 但所有社科学者都应知道,撰写一本有分量的优秀专著所花费的时间和心血,要远高于

发表两篇论文,当然也更高于翻译专著。 如此高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却得不到评价体系的公

平对待,这就促使青年学者为了留任和晋升,不得不在就职后继续追逐论文发表或将博士学

位论文草率出版,难以像美国学者一样在就职后再投入六七年时间将博士学位论文打磨成

一部有分量的专著;或者,宁愿出版译著,也没有足够动力投入自己的专著写作。
   

为什么中美同是基于学位论文的博士培养制度,却发展出不同的学术价值体系? 其重

要原因在于,中国学术管理体系在过往的较长时间内有意无意中采取了一种“赶超”的发展

进路,特别看重学术的“投入-产出”比率。 一方面,学术专著的出版环境高度商业化,只需

缴纳出版费,不需要经过实质性的学术评审。 而核心期刊论文发表要经过较为严格的同行

匿名评审,且阅读和引用数量完全可视化(吴薇,2023)。 因此,对于学术行政管理部门来说,
使用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发表档次来衡量学者的学术水平,是更可靠和更有效率的方式。 另

一方面,量化产出的指标不仅被视作衡量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更与国家划拨科研经费直接

挂钩,几乎影响到所有与学校评级和学科评估相关的事项。 以教育部组织的五轮学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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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职场近几十年来也有变化,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未毕业的博士仅凭通过博士候选试,即使没有完成博士

论文,也能比较容易谋求教职。 但近几十年来供大于求,有的博士候选人为在求职时更有竞争力,也会追求发表论文

甚至出版著作。



为例,“高水平论文数”与“高被引论文数目”都是衡量学校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而学

科评估的结果又关系到教育经费、招生名额等一系列问题。 由此,高校为得到更多的资源,
不得不通过细化考核指标、严格考核要求来敦促教师和博士生们投入到最具价值和效率的

论文写作和发表中去,甚至通过给予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以畸重的物质奖励来刺激青年学

者。 青年学者们面对着重重的制度压力,不免缺乏撰写专著的动力,也越发倾向于发表论文

这一更经济的做法,学界甚至形成了“不发表(论文),就出局”的学术氛围。
   

当然,以上的讨论并不是说中国的社科学术体系不需要论文或者论文不重要,但专著是

深耕某一领域或重要议题的成果,重量级专著在深挖经验证据、建立更符合实际的系统性理

论概括方面的建树以及对本领域的奠基性作用,是单篇论文所不能比拟的。 而现在中国社

科领域专著传统的缺乏,已经使本意在“赶超”的学术体系处于世界上相对落后的地位,这是

必须引起学术行政管理部门和青年学者们充分关注的客观事实。
   

不能忽略的是,中国目前的社科学术体系中也有鼓励优秀专著的契机。 比如,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后期资助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都是专门扶持专著成果出版的项目,而
且其中明确规定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成果必须在博士毕业三年后才能申请。 这个硬性

规定的意图是鼓励新毕业的博士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认真打磨成优秀的专著。 再如,一
些高校和社科院设有专著出版资助机制,或者在考核和晋升体系中将出版专著作为硬性要

求。 这些举措都有助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但也必须重视前述那些量化产出要求对

于形成这一体系所造成的阻力。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革以量化产出为基础的学术评价体

系,真正扶持有创新性的重量级研究,所谓的“赶超”意图将反而使中国社科学术陷于落后的

境地。
   

三、研究中国实际的专著问题
   

由于中国仍然缺少自主创造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化基础性专著,几乎所有的社科

学术领域的学科基础仍依赖国外的专著,缺少基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特点的基础性专著

文献。 这就意味中国的学术仍然处于一种主体性不足的状态,大多要以引进的著作为出

发点。
   

中国的实际与西方有诸多根本性的不同,非常有必要认真创作基于中国“特色”的重量

级专著。 学术研究如果脱离中国特色的实际,便谈不上真正认识中国,只可能将西方许多不

同于中国实际的预设前提和理论强加于中国,将中国的实际硬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认识

和理解。
西方的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可以认作“普适”的见解———中国固然需要掌握那样

的文献,但我们绝对不可将中国的实际完全塞入西方的认识框架和前提来理解。 黄宗智长

期以来一直倡议,中国学术写作需要与西方的理论对话,要借助与其的对话来修改、重塑并

创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 但如果仅是引进和借用西方理论,大多只能产生脱离中国实

际的著作。
   

这不仅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更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 譬如,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基本

思维迄今仍然将人类社会等同于牛顿物理学世界的宇宙观来认识和理解,强调的是一推一

拉的关系,而不是更符合人类社会(和生物世界)实际的双向互动的二元或多元关系。 它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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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将人类与自然世界硬塞进机械世界的一推一拉模式,将双向互动设定为单向推拉。 那样

的研究,即便对西方来说,都只可能是片面化的。 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黄宗智、高原,
2015)。 可以说,那样的西方式研究基本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实际,就连西方自身也不

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这是西方主流社科学术总体的一个关键弱点。 我们绝对不可仅仅依

赖那样的西方学术,来替代中国自身应该做的有分量的专著研究。
   

但如今的中国学术体系不仅忽视了专著的奠基性,还在有意无意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限

制有分量的专著写作的制度化学术体系。 如上所述,目前,在普遍被适用的学术评价体系

中,一本专著仅仅相当于两篇文章,或与翻译一本西方专著等值。
   

另外,目前已出版的专著普遍与专著应有的学术水平有差距。 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出

版社基本没有系统的学术评价体系,没有制定专业化评审制度。 在中国,出专著与否主要的

考虑是费用问题。 青年学者大多依赖项目资金来支付出版费用,等于是凭借自己争得的学

术奖励来“购买”专著的出版。 不然,便需要自己支付。 如此,进一步阻碍了专著的写作,形
成了一个难以产生高学术质量专著的实际运作体系。 在那样的条件下,青中年学者们等于

被迫采纳以单篇文章为主的学术发表道路,不会也不太可能认真投入真正有分量的专著的

写作。
   

正因为如此,才会陷入如今要么无视专著,要么以西方(主要是英语的)经典和专著为主

的实际运作状态。 这在有意无意中,限定了中国学术处于次级水平的实际。 总共投入才一

两年时间的专著,大多仅仅相当于两篇文章或一本译作的“专著”,怎么可能达到美国学术界

一般耗费十年左右时间由博士论文进一步深入、打磨成专著的水平?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即便是关于中国自身的研究,亦即在中国研究者具

有独特的感性认识和语言资料方面等优势的领域,也处于需要借助西方的“先进”和重量级

专著的尴尬处境。 在研究生们的培养中,要么欠缺基础专著阅读的训练,要么只能阅读几乎

是“引进”的专著。
   

如上所述,此中的关键不完全在于有意识的抉择,而是在于一些有意无意的行政管理体

系化行为。 从后者的角度考虑,美国那样平均花费十年时间完成一本专著的体制是一种“高

投入低产出”的“低效”体系。 从那些学术行政管理部门所关心的“赶超”目的来考虑,乃是

个不实际、花费远高于成果的划不来的投入。 其隐含的部分逻辑是,凭借如此低效的产出,
怎可能实现“赶超”目的?

   

正因为如此,即便施行的是与美国相似的博士培养学术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有意无意

地制造了如今压抑有分量的专著写作的学术体系。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名青年学者,无论多

么优秀多么勤奋,怎么可能写出美国学者那样的“十年磨一剑”的高质量专著? 即便想做,也
要面临生存问题。 即便做到了,怎么可能在现有制度化的体系中找到出版的门路? 怎么可

能获得或保持自己在高等院校的职位?
    

学者们普遍以发表论文为主的体系,怎么能与鼓励十年磨一本专著的学术体系相比拟?
上文已经说明,即便是关于中国自身问题的学术研究如今也陷入这种制度性的、难以实质提

高学术质量的困境。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学术必须改革目前不重视专著的学术体系,创建一

个能够鼓励有分量的专著生产的学术体系,真正推动学术高质量发展。 不然,其整体学术水

平难以超越以重量级专著为主的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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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专著学术体系的反面
   

以上论析了美国专著学术体制高投入、高水平的优点,但从生产中国自身的高质量专著

来考虑,我们也需要同时看到美国体制的弱点。 一言以蔽之的话,美国的“主流”学术研究广

泛偏重主观理论研究大于客观经验研究,罕见两者的良好结合。 它的思维偏重二元对立、非
此即彼远大于中国式的二元互动,乃至于二元合一的思维。 前者的优点是偏重单一面的实

际以便建构理想化的、逻辑上前后一贯的理论模式。 那是美国主流的研究进路。
   

“主流”的形式主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都是那样的认识进路的实例。 这模仿的是西

方社科领域影响最大的韦伯型的“理想类型”建构模式,将形式主义理性的理想类型设定为

有史以来最佳的模式。 譬如,首先是将法律模式(对经济体系的论析也采纳类似的做法)划

归四大理想类型———形式非理性、实质非理性、实质理性、形式理性。 其中,将形式理性设定

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优类型。 借此,将复杂、多元多面的历史实际塞进被简单化和单一面

化,但逻辑上整合的
 

“理想类型”。 而且,在将西方与其他文明对比之后,韦伯得出的最终结

论是将该四大类型进一步简化,构建为二元对立的西方形式化理性相对非西方的实质非理

性两大类型(Weber,1978,v. 2:
 

641-1005)。
   

以上进路代表的是今天西方社科理论的“主流”,以高度形式化的法学和经济学为代表,
以及所有凭借逻辑上整合的“理想类型”理论模式的研究。 长期以来,那样的研究一直占据

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主流地位,还被西方国家政权有意识地采纳为其主导意识形态。
   

这样的意识形态是美国专著学术的偏见和弱点的主要来源。 譬如,经济学上设定人都

是“理性经济人”,或设定市场经济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无视其他可能,如中国农

村长期以来以生存为主要目的之一的实际,以及城乡间的不平等交换,内卷型的农业商业化

(如棉花经济)(黄宗智,2023c、d)。 又譬如,法学上设定法律必须逻辑上前后一贯,必须是

一个高度形式理性化的体系,而完全无视生活实际中的非逻辑性,也无视历史上长期作为东

亚国家典范的中华法系广泛地同时依赖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正义体系的司法传统(黄宗

智,2014)。
   

实际上,现代西方那样的逻辑化抽象明显不符合经验实际,不能代表其自身的复杂性,
只能代表实际的单一面。 它不容纳二元互动、二元合一等明显普遍存在的实际。 在这方面,
中国长期以来的阴阳乾坤宇宙观,偏重二元互动合一而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包括主客观

的互动合一的基本思维,其实是一个更符合实际的建构。
   

单一元建构的问题首先是对西方自身经验的过分理想化、逻辑化虚构,深深塑造和支配

着西方主流学术。 将那样简单化了的、单一面的理论套用于中国实际,加剧了西方理论与中

国实际的背离,导致了广泛地将西方单一面化的理论硬套中国众多的(相比西方而言)的

“悖论”实际,硬将不可能在逻辑上整合的实际进行逻辑化,将西方对其自身的实际也单一面

化的模式来硬套与其更加格格不入的中国实际。 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符合西方

的实际。 正因为如此,我们学习西方的理论传统,必须兼及马克思主义、实质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等理论,才有可能超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单一面化认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们看

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面,实质主义理论协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后现代

主义帮助我们认识主流形式主义对真实的片面化话语虚构(黄宗智,202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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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是在那样的强烈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下,导致了一系列几乎不可思议地

强加于他人的错误抉择。 譬如,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包括被“理论化”的“公众领域”和
 

“市

民社会”理论,从其复杂多维的历史背景抽离出来简单硬套于后共产主义的苏联和东欧。 其

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乃至于促使后者中的大部分国家在其指引下,自愿采纳那样的

模式来试图建构与西方同样的(后社会主义)“民主”政经体系,结果是整个区域的长期衰败

和落后。
   

在关于中国的研究方面,也存在类似的倾向,也可以看到西方理论对部分中国知识分子

的影响———促使他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广泛响应“公众领域”和
 

“市民社会”呼声的研究,特
别清晰地体现于关乎中国商会的研究领域,也包括对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的研究,更包括对

中国总体走向的设想(赵珊,2023)。
   

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自身问题的论析,那样的进路也展示了同

样的巨大影响。 实际上,在至为关键的经济学领域,西方的主流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在中国的影响力甚至比在其来源地美国的影响还要大。 具体表现是在中国某顶尖高校经济学

院的学术评估体系中,发表在英语七大自由主义期刊(其中六份是美国的,一份是英国的)文章

一篇有 20 分的分值,而中国的顶级学刊《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的文章则才一篇 4 分,
要五篇才能相当于其一篇(黄宗智,2023a)。 这样,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中,实际上已经意外和吊

诡地将在美国占据“主流”的形式主义理论置于支配地位,甚至在经济学界形成远比其在美国

更高度一统化的局面(黄宗智,2023a)。
   

更有甚者,如此的单维化和二元对立化一旦与中国本土感情和自尊结合,还会导致一些

特别古怪别扭的结果。 这方面一个突出的实例是:依据西方的(自大)标准来争论中国与其

的同等性或更加优越性。 譬如,在史学和社会科学界一度影响巨大的“大分流”的论述观点

下,争论 18 世纪中国在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上,包括农业和一般人民生活水平上都相等或

超越于西方。 那是一种怪异的、试图借助西方的理论模式来争论中国与其相等,甚或比其更

优越、更先进的复杂别扭建构,与历史实际相去很远。 但是,由于那样的“理论”模式的中西

等同论(或中国优越论)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一些人的深层自尊愿望,吸引了不少中国学者,一
度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 在美国则形成一种貌似新颖和激进的对之前的西方自大主流思想

的挑战,借此也争取到不少人的共鸣。
   

如今,倡议大分流的几位主要学者,特别是彭慕兰和李伯重,面对新近关于荷兰和英格兰

的扎实经验研究(包括李伯重自己的研究),已经承认自己之前的论点是错误的,改称西中方的

“大分流”需要提前到 1700 年。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二位仍然试图坚持,在农业领域,18 世纪

中国的劳均收入依然高于西方(黄宗智,2023b)。 在当时英国和中国人地比例差距不止百倍的

实际下,这简直是个完全无稽的空想。 原来,其立论依据是将长三角从事纺织的农村家庭妇女

从棉花—纱—布结合的家庭农业抽离出来,不可思议地将其按照今日的国民经济计算法划归

非农业的“第三产业”服务业。 据此,仅将农村男子纳入其农业劳均报酬的计算,因而得出 1700
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劳均报酬要高于英国和荷兰的无稽“结论”(黄宗智,2023b)。

   

时至今日,中国学术非常需要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研究和理论概括,既超越西方的自大学

术,也超越中国的自大学术。 我们需要的是独立、严谨、扎实、求真的重量级中国专著学术和

新理论建构,借此来构建不仅是能够理解中国自身的真实的学术,也是能够理解西方的真实

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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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学术,绝对不是仅凭短时间内完成的粗浅博士学位论文和轻浮专著所可能产生

的。 它需要长期深入的扎实经验研究并具有中国主体性和独特认识的专著(和专著体系)来

实现。
   

五、结　 论
   

由于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国今天既是有意也是无意地将中国自身的学术水平限

定于次级的地位。 如今,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培训制度,已经被违背初衷地改组为实际上有所

限制重量级专著而偏重相对简短学刊文章的写作的制度。 这样下去,中国的学术将长期缺

乏能够形成学术体系的重量级专著。 如此的作为等于掏空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制

度和学术的核心,难以突破目前的学术困境。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国家应该明确设定建立结合中国实际的重量级专著研究与新型社

科理论创建的目标。 由于过去一贯将理论和经验研究一分为二,将理论设定为孤立的专业

而与经验研究分割开来,将其划归专门处理理论的研究部门来进行孤立的、单一维的“理论”
“专业”研究,以至目前严重缺乏能够结合、打通两者的学术研究人员。 今天,在初始阶段,可
以有意识地结合两种人员来联合研究,但同时要关注并系统培训能够兼顾两者的新一代研

究人员。
   

同时,应设立众多以此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包括高等院校的研究院或所、室,以及政

府和党的研究机构等。 其重点应该包括掌握西方的现有主流和非主流理论,不是为了仿效

或照抄,而是要通过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来检验那些理论,既要洞察到其理论贡献,更要掌握

其不足,借此来建立中国自身符合其实际的理论。 在这方面,西方的非主流或反主流理论是

十分有用的资源,尤其可以借助。
还要建立多元化、综合性的学术评价体系,包括完善专著出版的学术评价和出版资助体

系、设立更多专著奖励体系等。 其重点是不以量化数量的多少,而以实质学术水准为判断

标准。
   

这样才有可能逐步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和特色的、新型的、结合理论探索与扎实经验研

究的专著,借此来推进、提高中国学术研究的分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

权。 那样的新理论和新专著应该不仅符合、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更能推进中国对西方

认识和了解的深度,突破西方主流形式化理论脱离实际和偏重主观单一维的弱点。 这才是

未来中国应该具有的“国际一流”社科学术。
   

国家应该为这样的新型学术和重量级专著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激励,系统培养有能力的

学者来从事如此的研究。 这样才可能创建真正符合中国长期发展需要的结合理论与经验、
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克服目前低水平社科学术研究的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社科知识体

系,推动中国社科学术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谨与中国的和跨越中西分歧的学术界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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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graph:
 

Comparison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cademic
 

Syste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ip
 

C. C. HUANG / ZHAO
 

Shan

The
 

reform
 

of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academic
 

quality,
 

which
 

can
 

refer
 

to
 

foreign
 

advanced
 

experiences.
 

In
 

the
 

academic
 

sys-
tem

 

of
 

social
 

scienc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a
 

heavyweight
 

monograph
 

tradition
 

based
 

on
 

three
 

or
 

four
 

year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addition
 

to
 

six
 

or
 

seven
 

years
 

of
 

follow-up
 

resear-
ches.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focusing
 

more
 

on
 

subjective
 

theory
 

than
 

objective
 

empirical
 

research
 

or
 

laying
 

particular
 

stress
 

on
 

idealized
 

and
 

logically
 

consistent
 

theoretical
 

mod-
els,

 

it
 

has
 

established
 

its
 

core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There
 

exist
 

deep
 

contradictions
 

in
 

practical
 

operation
 

in
 

China’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ystem,
 

it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
 

heavyweight
 

monograph
 

tradition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
sult,

 

China’s
 

own
 

scholarship
 

is
 

limited
 

to
 

a
 

secondary
 

level.
 

The
 

current
 

China’s
 

academic
 

sys-
tem

 

of
 

social
 

sciences
 

is
 

in
 

urgent
 

need
 

of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on
 

the
 

national
 

level
 

monographs
 

of
 

heavyweight
 

empirical
 

researches
 

and
 

new -type
 

theories
 

of
 

social
 

sciences
 

in
 

ac-
cordance

 

with
 

China’ s
 

reality
 

to
 

build
 

a
 

monograph
 

system
 

with
 

Chinese
 

subjectivity
 

and
 

cogni-
tion.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Formation
 

System,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

ZHOU
 

Xiaoliang

As
 

the
 

world
 

enters
 

a
 

new
 

period
 

of
 

upheaval
 

and
 

change
 

and
 

China
 

is
 

faced
 

with
 

an
 

uncertai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with
 

multiple
 

risks
 

superimposed,
 

we
 

must
 

enhance
 

our
 

awareness
 

of
 

po-
tential

 

dangers,
 

fully
 

explore
 

and
 

consolidate
 

the
 

resilience
 

of
 

our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pare
 

for
 

crises
 

in
 

times
 

of
 

peace
 

and
 

strive
 

to
 

promote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heoretically
 

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 s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analyze
 

th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source
 

and
 

formation
 

of
 

economic
 

resilience.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
 

is
 

a
 

complex
 

integrated
 

system
 

composed
 

of
 

six
 

element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material
 

basis,
 

size
 

of
 

marke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advantages
 

as
 

well
 

a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econom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
 

should
 

promot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boost
 

the
 

scale
 

of
 

domestic
 

dem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the
 

conversion
 

rate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e
 

should
 

als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new
 

e-
conomy,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for
 

factor
 

markets,
 

strengthe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open
 

still
 

wi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dvanc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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